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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音乐对情绪的诱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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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基于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调性规则的异同, 采用主观评定指标(情绪效价、唤醒度、紧张度)

和生理指标(皮电、指脉率、指温), 实验 1 考察了西方大调和小调在采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的情绪诱发

效应; 实验 2 考察了中国宫调和羽调在采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的情绪诱发效应。研究发现：(1)大调和

宫调诱发了正性情绪, 小调和羽调诱发了负性情绪, 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效价低于高稳定和声结构; (2)低

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唤醒度高于高稳定和声结构; (3)大调条件下, 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紧张度高于高稳

定和声结构; (4)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皮电高于高稳定和声结构; (5)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指脉率高于高

稳定和声结构; (6)大调诱发的指温高于小调, 宫调诱发的指温高于羽调。表明调性对情绪的诱发效应具有一

定文化普遍性, 调性诱发的情绪成分具有领域一般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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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的价值在于对情绪的诱发 (Juslin, 2011; 

Koelsch, 2014), 例如：当我们听到《二泉映月》时, 

悲伤的情绪会油然而生; 当我们听到《喜洋洋》时, 

快乐的情绪会洋溢心头。音乐有自身的结构规则, 

探讨音乐结构与情绪反应之间的关系是认识音乐

诱发情绪机制的重要途径(Gabrielsson & Lindström, 

2010)。 

音乐调性(tonality)的概念来源于西方七声调式

音乐体系, 它涉及到调式类型和依据主音建立和声

功能组织, 其规则是调性音乐中重要的句法结构规

则 (Bigand, Delbé, Poulin-Charronnat, Leman, & 

Tillmann, 2014; Koelsch, 2011)。调式(mode)是指围

绕主音形成的音程排列方式, 根据中心音及音程排

列 方 式 的 不 同 , 西 方 音 乐 可 形 成 大 调 式 (Major 

mode)和小调式(Minor mode)两种基本类型; 调性

(tonality)在调式基础上 , 明确了主音的具体位置 , 

并进一步确定了音符之间的和声功能关系。音级及

以其为根音建立的和声音程(几个音结合成为和音)

之间存在严格的层级性, 即围绕主和声音程, 其他

的和声音程将形成重要程度和稳定程度上的层级

区别 , 而每一个和声音程结构都将具有自己的功

能。具体来说, 主和声音程(在单旋律情况仅此只有

一个音)处于最高层级, 成为乐曲发展的中心点和

建立听觉背景的参照点, 被誉为和声稳定性最高的

和声音程, 属和声音程和下属和声音程位于第二层

级, 重要程度和稳定层级相对较低, 与主和声音程

共同成为支撑乐曲发展的主干, 剩余的 4 个和声音

程位于第三层级, 在乐曲发展中只能是处于较不重

要的地位, 承担配合、修饰和扶持主干音程的功能

(杜波夫斯基 , 叶甫谢耶夫 , 斯波索宾 , 索科洛夫 , 

2008; Koelsch, 2011)。 

调性规则是西方音乐表达情绪的重要元素, 以

欧洲人群为被试的多项研究发现, 普遍欧洲群体能

够认知和理解调性规则所传递的情绪内涵, 并在基

础上, 唤起较为一致的情绪反应。调式类型通常与

情绪色彩相关 , 大调音乐在听觉效果上明亮开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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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唤起高兴和抒情(温情)等正性情绪体验, 小调

音乐则听起来曲折蜿蜒, 容易唤起悲伤、恐惧、愤

怒等负性情绪体验(Huron & Davis, 2012; Juslin & 

Lindström, 2010; Straehley & Loebach, 2014)。和声

功能通常与情绪唤醒度相关, Krumhansl 等人的一系

列研究发现, 稳定层级低的和声音程相比稳定层级

高的和声音程, 容易唤起与“不和谐”“惊奇”和“警

觉”等相关的“紧张”体验 , 激活情绪的高涨; 而稳

定层级高的和声音程与稳定层级低的和声音程相

比, 容易唤起与“和谐”相关的“放松”体验, 带来情

绪的平静。“不稳定”与“稳定”的交替使用, 创造出

“紧张”与“放松”的对比, 形成音乐独有的情绪张力, 

也带给了听众特殊的美学感受 (Krumhansl, 1996; 

Koelsch, Kilches, Steinbeis, & Schelinski, 2008; 

Lerdahl & Krumhansl, 2007; Lehne, Rohrmeier, & 

Koelsch, 2013)。 

调性规则与情绪关系的研究一直建立在西方

音乐和西方人群之上, 存在的重要争议是：从西方音

乐文化体系中演化而来的规则, 其对情绪的诱发是

基于文化内法则, 还是基于自然法则？为此形成了文

化特异观(culture specificity)与文化普遍观(culture 

generality) (Laukka, Eerola, Thingujam, Yamasaki, & 

Beller, 2013; Swaminathan & Schellenberg, 2015; 

Thompson & Balkwill, 2010)。文化特异观认为调性

规则是西方音乐文化中逐渐演变形成的符号理论, 

它的发展类似于语言的句法, 反映着声音与意义间

的抽象认知结构关系, 它对情绪的诱发需要借助西

方调性音乐思维的图式驱动(Huron & Davis, 2012; 

Swaminathan & Schellenberg, 2015)。文化普遍观则

认为调性规则对情绪的诱发更多只需借助知觉驱

动, 而以“物理主义”为代表的观点提出, 调性蕴涵

着基本的声学物理特性, 它对情绪的诱发是声音心

理声学特性的自然结果(Bigand, Poulin, Tillmann, 

Madurell, & D’Adamo, 2003; Bigand et al., 2014; 

Collins, Tillmann, Barrett, Delbé, & Janata, 2014; Patel, 

2008)。解决文化特异观与文化普遍观争议的重要

方法是开展跨文化研究。文化特异观认为听众若能

被西方调性规则诱发起相应的情绪, 需要习得西方

音乐的听觉模式, 而普通的非西方人群由于欠缺音

乐文化环境, 可能对西方调性的情绪表达规则并不

敏感。文化普遍观则强调调性规则背后的声学特征, 

认为非西方群体能够借助知觉机制产生相应的情

绪(Bigand et al., 2003, 2014; Collins et al., 2014)。已

有跨文化研究多从调式类型的角度, 考察了一些非

西方人群在大调和小调音乐下的情绪感受, 研究结

果对两种观点各有支持, 如：印第安被试和日本被

试在聆听大调和小调音乐时, 具有与欧洲被试类似

的情绪体验, 大调唤起了正性情绪, 小调唤起了负

性情绪(Thompson & Balkwill, 2010)。以中国被试、

亚马逊土著居民和玻利维亚被试的研究中, 却没有

发现大小调式与情绪体验的稳定对应关系(蔡岳建, 

潘孝富, 庄钟春晓, 2007; 黄卫平, 2011; Huron & 

Davis, 2012), 这些研究在实验范式、实验材料及测

量指标方面存在较大的不一致, 结果难以做出比较, 

需要更多实验做出佐证。与此同时, 和声功能对非

西方人群的情绪诱发效应, 却较难查到直接研究资

料。只有一项研究具有较大关联 , Wong, Roy 和

Margulis (2009)考察了印度土著居民(不熟悉西方

音乐的人群)在聆听西方旋律音乐中, 采用主音、调

内非主音及调外音三种条件作为结束音时, 所产生

的“紧张”体验。在这其中, 三种条件的稳定性层级

为主音 > 调内音 > 调外音。研究发现, 与主音相

比, 印度土著居民能够在其他两种情况下, 产生更

强烈的“紧张”体验, 但总体上, 比西方群体倾向于

做出“更紧张”的判断, 研究结果为异文化人群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西方和声功能的情绪表达提供

了例证。但这项研究的实验范式涉及到终止句法违

例, 在这样的范式下, 所产生的“紧张感”中, 不仅

仅是音的稳定性层级差异导致的作用, 还可能混淆

了违反终止感所带来的效应, 近年的研究已转向在

非句尾部分进行操控(Tillmann & Marmel, 2013)。

此外, 这项研究只用了“紧张度”一项指标, 而情绪

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涉及到效价、唤醒度和紧张度

等多个维度的体验, 以及在基础上的生理反应, 单

一的 “紧张度”测评, 对于全面和深入地认识调性

规则诱发下的情绪反应, 显然是不够的(Koelsch et 

al., 2008)。再者, 这项研究所采用的实验材料是旋

律音乐, 而非和声音乐。虽然在旋律音乐中, 每个

单音也有一定的和声功能 , 但是与和声音乐相比 , 

单音的和声功能带有模糊性(Koelsch & Jentschke, 

2009), 用于考察非西方人群对和声功能的敏感性, 

并不十分适合。 

要澄清文化特异观和文化普遍观的争论, 除调

式类型外, 应该更多关注和声功能带来的情绪诱发

效应, 因为和声音程组织的层级原则以及通过不同

稳定性的对比实现情绪的诱发是西方音乐的典型

标志。在其他一些非西方音乐文化体系中, 虽然其

也规定了旋律需要围绕主音或主音程而组织, 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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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音程的层级组织规则并不是必须的, 如：典型的

中国传统五声调式音乐, 也规定了旋律需要围绕主

音而组织, 但在这种线条型音乐中, 音级之间并不

存在非常严格的和声“稳定性”功能层级, 也不存在

非常严格的“和声”行进规则(樊祖荫 , 2003), 通过

和声“稳定”与“非稳定”的相对关系来实现情绪诱发, 

体现着西方调性音乐的文化特色, 也更体现着西方

音 乐 文 化 与 非 西 方 音 乐 文 化 的 思 维 区 别 (Patel, 

2008)。此外, 虽然和声功能与调式类型都属于调性

音乐中的结构规则, 但两者在诱发的情绪反应特征

及诱发机制方面可能都并不相同。如：在以失乐症

(Amusia)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 失乐症病人能够感

受到大调和小调在情绪上的差异(Paquette, Gosselin, 

& Peretz, 2011, June), 却在感受和声音程的稳定性

功能上存在一定缺陷, 他们不能够完成外显化任务, 

而虽然能够进行内隐化加工, 但与控制组具有差异

(Tillmann, Peretz, Bigand, & Gosselin, 2007; Tillmann, 

Gosselin, Bigand, & Peretz, 2012), 这些研究结果说

明调式类型与和声功能在诱发情绪机制方面可能

具有分离关系, 在理解文化效应时, 应该分别进行

讨论。本研究在实验 1 中, 将同时关注调式类型与

和声功能, 以中国人群作为被试, 考察西方大调和

小调在分别采用高稳定和声音程结构(主和声音程)

和采用低稳定和声音程结构(属和声音程)情况下 , 

对情绪的诱发效应。本研究假设, 如果西方调性音

乐中的调性规则对情绪的诱发效应更多地表现出

文化普遍性, 那么中国被试将与西方被试具有较为

相似的情绪诱发特征 , 即大调能诱发起正性情绪 , 

小调能诱发起负性情绪, 并且和声音程稳定性的差

异会带来情绪诱发效应的差异。本研究将依据前人

研究方法(Juslin & Lindström, 2010), 对现有音乐材

料进行改编和标准化, 尽可能保持材料之间除自变

量外, 在其他音乐线索上的一致性, 以增加实验的

效度。 

在实验 1 基础上, 实验 2 将探讨与大小调具有

共性特征的中国宫调与羽调对情绪的诱发效应, 从

另一角度论证文化特异观与文化普遍观的争论。文

化特异观强调大小调对情绪的诱发是建立在西方

七声音阶文化内, 通过音程结构的相互对比和支撑

而实现, 脱离了西方七声音阶范畴, 可能也就失去

了结构与意义的抽象基础。文化普遍观更为强调调

性规则所蕴涵的物理声学特征, 认为只要保持了相

关 的 声 学 属 性 , 就 能 产 生 出 类 似 的 情 绪 体 验

(Bigand et al., 2003, 2014; Collins et al., 2014; Huron 

& Davis, 2012; Trehub, Becker, & Morley, 2015)。中

国五声调式音乐与西方七声调式音乐划分的基础

都是八度关系音高, 宫调与大调, 羽调与小调具有

同主音(或同主和声音程结构)关系, 两者保持了构

建大小调情绪色彩的基本声学属性。但五声调式音

乐与七声调式音乐存在诸多区别, 如：在五声调式

音乐中, 基本音列只包括 5 个音, 不存在 Fa、Si 两

个音级(或者说仅此视为偏音), 再者, 音级功能性

并不十分明确(樊祖荫, 1999, 2003)。那么, 在音程

关系和音级相对功能关系都已区别于七声调式情

况下, 宫调能否仍然诱发出与大调相一致的正性色

彩？羽调能否仍然诱发出与小调一致的负性色彩

呢？此外, 在西方和声思维的影响下, 近现代五声

调式音乐已引入和声功能的应用(樊祖荫, 2003; 黎

英海, 2001), 但由于五声调式与七声调式音乐的固

有差异 , 那么 , 移植于西方调式音乐中和声音程

“稳定”与“不稳定”的相对关系, 能否在五声调式中

产生作用 , 带来听众情绪上的差异呢？迄今为止 , 

国内外尚没有实验研究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都是

依据西方音乐理论做出的推测。本研究将基于宫调

和大调, 小调和羽调的共性, 考察宫调和羽调在采

用高稳定和声音程结构(主和声音程)和采用低稳定

和声音程结构(属和声音程)情况下, 对情绪的诱发

效应, 探讨西方调性规则的情绪诱发效应能否迁移

到中国音乐体系中?进一步揭示音乐情绪与文化的

关系。 

本研究将同时采用主观报告(效价、唤醒度、

紧张度)和生理指标(皮电、指脉率、指温)来监测调

式诱发下的主观体验和自主神经变化特征, 其目的

是观察音乐情绪的成分(Hill & Palmer, 2014; Juslin, 

2011; 马谐, 白学军, 陶云, 2013)。一些音乐美学研

究者认为：音乐情绪的产生源于美学体验, 它并不

具有一般化情绪所携带的适应功能, 因此, 音乐结

构激活的更多只是纯认知体验 , 不存在具身性的

“生理唤醒”, 而即使有生理变化, 也是领域特殊的, 

并不等同于其他情绪刺激物(如：图片)诱发的生理

模式(Juslin, 2011)。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 个体对声

音特质的敏感是与进化相关的适应功能, 因此, 音

乐结构对情绪的激活与其他情绪刺激物下的生理

反应模式相似(Flaig & Large, 2014; Hill & Palmer; 

2014; Lundqvist, Carlsson, Hilmersson, & Juslin, 

2009)。早期探讨调性规则与情绪的关系时, 多采用

单一的主观报告方式进行, 无法考证调性规则作用

下的生理成分(Eerola & Vuoskoski, 2013)。近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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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采用皮电、指脉率和皮温等指标进行检测, 但

结果存在较大分歧, 如：在其他情绪刺激物(如：图

片)研究中, 指温一直都与情绪效价具有较好的正

向对应关系, 情绪体验的效价越高, 指温也越高。

而在调式类型诱发情绪的研究中, 虽然大调下的情

绪效价高于小调 , 大调指温却有时高于小调 (van 

der Zwaag, Westerink, & van den Broek, 2011), 有时

低于小调(Lundqvist et al., 2009)。此外, 在其他情

绪刺激物(如：图片)的研究中, 皮电和指脉率(心率)

的变化通常与情绪唤醒度和紧张度具有正向对应

关系(Kreibig, 2010; Levenson, 2014), 而在此领域

研 究 中 , 并 没 有 发 现 这 些 对 应 关 系 的 稳 定 存 在

(Lundqvist et al., 2009; van der Zwaag et al., 2011)。

本研究将通过生理指标的监测, 观察调性规则诱发

下的情绪反应中, 是否一定具有生理反应成分呢？

如果有, 生理指标与主观评价指标之间是否会呈现

出某种关联？ 

总之, 本研究将采用主观指标(效价、唤醒度、

紧张度)和生理指标(皮电、指脉率、指温), 考察中

国被试在西方调式音乐(实验 1)和中国调式音乐(实

验 2)条件下的情绪反应特征。通过关注情绪体验成

分, 揭示调性规则对情绪的诱发是文化特异性现象, 

或是文化普遍性现象？而通过关注情绪体验与生理

反应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揭示调性规则诱发的情绪

成分符合领域一般化特征, 还是领域特殊性特征? 

2  实验 1 西方大调和小调在不同稳
定性和声结构下的情绪诱发效应 

2.1  实验目的 

探讨西方大调和小调音乐, 在采用不同稳定性

的和声音程结构(以下简称和声结构)下, 对中国被

试的情绪诱发效应, 考察被试在聆听音乐过程中的

情绪体验(效价、唤醒度、紧张度)和生理变化(皮电、

指脉率、指温)特征。 

2.2  方法 

2.2.1  被试 

选取天津师范大学被试 24 人(平均年龄 = 20 ± 

0.5 岁), 其中, 男性 10 人, 女性 14 人, 被试经学校

医疗档案管理处确认, 没有听力、视力及认知方面

的临床疾病史, 被试经个人汇报, 未接触过音乐专

业学习, 没有日常聆听西方音乐的偏好及习惯, 尤

其是没有聆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偏好及习惯, 被试出

生和生长的环境在中国区域行政级别划分上属于

乡级。 

2.2.2  实验设备和仪器 

实验采用 Superlab 系统呈现刺激并记录被试

的反应, 该系统刺激呈现与计时精度均为 1 ms。刺

激通过 Dell 17 寸显示器呈现, 被试距屏幕 60 cm

处。显示器的分辨率为 1024×768, 屏幕的背景为白

色。使用 BIOPAC 公司生产的 MP150 型 16 导生理

记录仪系统, 记录被试在实验阶段的皮电、指脉率

和指温。 

2.2.3  实验材料 

从《拜尔钢琴基本教程》选取旋律结构相似的

大调和小调简单旋律各 6 段, 每段音乐包括 8 小节, 

对其中的两个小节进行改编, 分别对应修改为属和

声功能版本(d)和主和声功能版本(t), 采用属和声

功能的属于低稳定和声结构, 采用主和声功能的属

于高稳定和声结构(杜波夫斯基等, 2008), 参照前

人 研 究 , 对 材 料 进 行 标 准 化 处 理 (Juslin & 

Lindström, 2010), 移调使每一段音乐的调高统一

为中央 C, 节拍均改编为 4/4 拍, 低音伴奏部分均

改编为全音符和弦(音高为和声功能和弦) (材料如

图 1 所示), 速度统一设为 88 拍/min (Modera, 中板), 

音乐平均响度为 65~75 dB 之间。为排除其他因素

的干扰作用, 对材料还进行了如下评定：(1)熟悉性

评定, 23 名大学生对所选材料的熟悉性进行由低至

高 1~5 级评分, 最终所选材料评分低于 2.5 分, 均

为熟悉性中等水平以下的材料。(2)流畅性评定, 为

避免由于改编材料流畅性过差带来的影响, 请两名

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教师对材料的流畅性进行由低

至高 1~5 级评定, 最终选取材料流畅性评分高于

2.5 分, 均为流畅性中等以上水平的材料。从图 1

可以看到, 研究在大调和小调下, 分别创设了两种

条件, 一种条件是“属和声音程——主和声音程”的

回归, 另一种条件是“主和声音程——主和声音程”

的回归, 两种条件都是符合句法规则的终止式, 唯

一的区别在于向主和声音程回归过程中, 前一小节

和声音程结构在稳定性上的差异。它们之间结果的

差异正好能够体现出, 属和声音程相对于主和声音

程而言的“低稳定”性所诱发的情绪差异。 

2.2.4  实验范式及程序 

本研究采用主观报告及生理测量, 全部实验包

括 6 个步骤：(1)被试进入实验室填写个人信息表; (2)

主试介绍实验任务和进行示范; (3)主试帮助被试连

接生理反应的传感器, 佩戴耳机, 调整坐姿; (4)被试

进行两次练习; (5)进入正式实验阶段, 随机播放音

乐 选 段 ,  音 乐 播 放 结 束 时 完 成 对 本 段 音 乐 的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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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 1 材料示例 

 
价、唤醒度和紧张度的主观评定, 并完成两道数学

题作为实验干扰任务, 随后休息 1 分钟, 进入下一

段音乐的评定, 每段音乐平均时长 22 s, 共完成 24

段音乐评定; (6)实验结束, 赠送礼物。 

2.2.5  实验设计 

采用 2(调式类型：大调、小调)× 2(和声结构：

低稳定、高稳定)被试内实验设计。 

2.2.6  实验测量工具 

第一：主观指标采集。 

愉 悦 度 、 唤 醒 度 采 用 SAM 自 评 量 表 (Self- 

Assessment Manikin, SAM), 程度由低至高(1~9)包

括 9 个等级(Bradley & Lang, 1994)。紧张度采用自

评由低至高(1~9 级)打分, 参照前人研究, 紧张度

具体释义为不稳定、不放松、不和谐和惊奇等感受

(Krumhansl, 1996; Koelsch et al., 2008; Lerdahl & 

Krumhansl, 2007)。 

第二, 生理指标采集。 

皮电：皮肤电反应放大器(GSR100C), 用皮肤

电阻传感器(TSD203)连接于被试的左手的中指腹

部和无名指处 , 记录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皮电数据 , 

单位是µs。指脉率：光电容描记放大器(PPG), 用光

敏传感器(TSD)连接于被试的左手拇指, 记录被试

在实验过程中指脉率数据, 单位是 bpm。指温：皮肤

温度放大器(SKT100C), 用热敏电阻传感器(TSD102)

连接于被试的左手食指, 记录被试在实验过程中指

温数据, 单位是℉。 

2.2.7  实验数据及处理 

采集的生理数据用 Acqknowledge 4.0 软件进

行编辑处理。参照以往研究(白学军, 朱昭红, 沈德

立, 刘楠, 2009; Gomez & Danuser, 2004), 以各实

验条件下音乐播放前 15 s 均值作为被试的“基线”

水平, 分别采集被试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皮电、指

脉率及指温基线 , 计算刺激呈现过程中的皮电反

应、指脉率及指温的均值, 使用刺激呈现过程中的

均值减去该实验条件“基线”后的值, 作为衡量实验

效应的指标, 其中, 需要进一步对皮电指标做 Ln

线性转化, 后期数据均采用 SPSS 16.0 统计分析。 

2.3  数据结果与分析 

2.3.1  西方大调和小调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

的情绪体验诱发效应 

大调小调在采用不同稳定性的和声结构下, 被

试评定的情绪体验如表 1 所示, 本研究在以下部分

主要报告了具有显著效应的变量结果。 

 
表 1  大调和小调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的情绪体验

诱发效应(n = 24) 

 大调 小调 

情绪体验 低稳定 高稳定 低稳定 高稳定 

 M SD M SD M SD M SD

效价 5.50 1.12 6.24 1.39 3.78 1.37 4.43 1.08

唤醒度 5.34 1.32 4.91 1.08 5.09 1.09 4.35 1.07

紧张度 4.97 1.13 4.06 1.03 4.56 1.12 4.59 1.25

 

以 5 作为情绪效价 9 级评定的中间水平, 比较不

同条件下的效价与 5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单样本 t 检

验显示：t 大调/低稳定(23) = 2.19, p < 0.05; t 大调/高稳定(23) = 

4.37, p < 0.001; t 小调/低稳定(23) = –4.63, p < 0.001, t 小调/高稳定

(23) = –2.48, p < 0.05, 表明大调条件下的情绪感受

为正性, 小调条件下的情绪感受为负性。以效价为

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调式类型

主效应显著, F(1, 23) = 35.36, p < 0.001, η2 = 0.60, 

大调高于小调; 和声结构主效应显著, F(1, 23) = 8.66, 

p < 0.01, η2 = 0.27, 低稳定低于高稳定; 调式类型

与和声结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以唤醒度为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调式类型主效应显

著, F(1, 23) = 7.51, p < 0.05, η2 = 0.25, 大调高于小

调; 和声结构主效应显著, F(1, 23) = 6.95, p < 0.05, 

η2 = 0.23, 低稳定高于高稳定;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

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以紧张度为因变量, 两因素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调式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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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结构主效应显著, F(1, 23) = 6.15, p < 0.05, η2 = 

0.21;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构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23) = 6.83, p < 0.05, η2 = 0.23, 大调条件下, 低稳定

高于高稳定(p < 0.05), 小调条件下不显著。 

2.3.2  西方大调和小调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

的生理反应诱发效应 

大调和小调在采用不同稳定性的和声结构下, 

被试的生理反应变化如表 2 所示。 

 
表 2  大调和小调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的生理反应

诱发效应(n = 24) 

 大调 小调 

生理反应 低稳定 高稳定 低稳定 高稳定

 M SD M SD M SD M SD

皮电(µs) 0.26 0.06 0.17 0.09 0.24 0.06 0.18 0.07

指脉率(bpm) 2.67 1.83 2.01 2.17 2.42 1.78 0.516 1.46

指温(℉) 0.12 0.21 0.10 0.25 −0.09 0.14 −0.10 0.17

 
对比不同条件下的皮电变化值与 0 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 单样本 t 检验显示：t 大调/低稳定(23) = 24.71, p < 

0.001; t 大调/高稳定(23) = 9.39, p < 0.001; t 小调/低稳定(23) = 

18.02, p < 0.001; t 小调/高稳定(23) = 11.74, p < 0.001, 表

明与基线相比, 在 4 种条件下, 皮电值均显著上升。

以 Ln 皮电变化值为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显示：调式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和声结构主效应显

著, F(1, 23) = 17.16, p < 0.001, η2 = 0.43, 低稳定高于

高稳定;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对比不同条件下的指脉率变化值与 0 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 单样本 t 检验显示：t 大调/低稳定(23) = 7.13, p < 

0.001; t 大调/高稳定(23) = 4.52, p < 0.001; t 小调/低稳定(23) = 

6.66, p < 0.001; t 小调/高稳定(23) = 1.72, p > 0.05, 表明

与基线相比, 大调/低稳定、大调/高稳定、小调/低稳

定三种条件下的指脉率均发生了显著上升。以指脉率

变化值为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调

式类型主效应显著, F(1, 23) = 4.37, p < 0.05, η2 = 

0.16, 大调高于小调 ; 和声结构主效应显著 , F(1, 

23) = 12.18, p < 0.01, η2 = 0.35, 低稳定高于高稳定;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对比不同条

件下的指温变化值与 0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单样本

t 检验显示：t 大调/低稳定(23) = 2.74, p < 0.05; t 大调/高稳定 = 1.72, 

p > 0.05; t 小调/低稳定(23) = –3.21, p < 0.01; t 小调/高稳定(23) = 

–2.83, p < 0.01, 表明与基线相比, 大调/低稳定下的

指温显著上升, 小调/低稳定和小调/高稳定下的指

温显著下降。以指温为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显示：调式类型主效应显著, F(1, 23) = 18.44, 

p < 0.001, η2 = 0.45, 大调高于小调; 和声结构主效应

不显著;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实验 1 考察了大调和小调在采用不同稳定性的

和声结构下, 对中国被试的情绪诱发效应, 从跨文

化人群的角度, 探讨了西方调性音乐中, 调性规则

对西方人群的情绪诱发效应能否迁移到异西方音

乐文化人群。在实验 2 中, 本研究将进一步从异音

乐文化体系的角度, 探讨西方音乐调性规则的情绪

诱发效应能否迁移到中国音乐体系中, 与大调具有

相似结构特征的中国宫调, 与小调具有相似结构特

征的中国羽调, 能否诱发出与大调和小调相似的情

绪反应？不同稳定性的和声结构在情绪诱发效应

中是否存在差异？  

3  实验 2 中国宫调和羽调在不同稳
定性和声结构下的情绪诱发效应 

3.1  实验目的 

探讨中国宫调和羽调音乐在采用不同稳定性

和声结构下, 对中国被试的情绪诱发效应, 探测被

试在聆听音乐过程中的情绪体验(效价、唤醒度、

紧张度)和生理变化(皮电、指脉率、指温)特征。 

3.2  方法 

3.2.1  被试 

选取天津师范大学被试 26 人(平均年龄 = 19.6 ± 

0.33 岁), 其中, 男性 12 人, 女性 14 人, 被试经学校

医疗档案管理处确认, 没有听力、视力及认知方面

的临床疾病史, 被试经个人汇报, 未接触过音乐专

业学习, 没有日常聆听西方音乐的偏好及习惯, 尤其

是没有聆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偏好及习惯, 被试出生

和生长的环境在中国区域行政级别划分上属于乡级。 

3.2.2  实验设备和仪器 

同实验 1。 

3.2.3  实验材料 

从中国调式音乐相关教材中选取宫调和羽调简

单旋律材料各 6 段, 每段旋律包括 8 小节, 对其中的

两个小节进行改编, 分别对应修改为属和声功能版

本(d)和主和声功能版本(t), 采用属和声功能的属于

低稳定和声音程结构版本, 采用主和声功能的属于

高稳定和声音程结构版本, 由于五声调式主音中缺

乏 Shi 音, 属功能结构以替代性和声功能(变宫)进行, 

(樊祖荫, 1999, 2003; 刘学严, 1995), 材料处理方法

及评价方法同实验 1 (材料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可以看到, 研究在宫调和羽调下, 分别

创设了两种条件, 一种条件是“属和声音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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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音程”的回归 , 另一种条件是  “主和声音程

——主和声音程”的回归, 两种条件都是符合句法

规则的终止式, 唯一的区别在于向主和声音程回归

过程中 , 前一小节和声音程结构在稳定性上的差

异。它们之间结果的差异正好能够体现出, 属和声

音程相对于主和声音程而言的“低稳定”性所诱发

的情绪差异。 
 

 
 

图 2  实验 2 材料示例 
 

3.2.4  实验范式及程序 

同实验 1。 

3.2.5  实验设计 

采用 2(调式类型：宫调、羽调)× 2(和声结构： 

 

低稳定、高稳定)被试内实验设计。 

3.2.6  实验测量工具 

同实验 1。 

3.3  结果与分析 

3.3.1  中国宫调和羽调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

的情绪体验诱发效应 

宫调和羽调在采用不同稳定性的和声结构下, 

被试评定的情绪体验如表 3 所示。  

以 5 作为情绪效价 9 级评定的中间水平, 比较不

同条件下的效价与 5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单样本 t 检

验显示：t 宫调/低稳定(25) = 2.51, p < 0.05; t 宫调/高稳定(25) = 

4.83, p < 0.001; t 羽调/低稳定(25) = –3.12, p < 0.01; t 羽调/高稳定

(25) = –2.22, p < 0.05, 表明宫调音乐下情绪感受为

正性, 羽调音乐的情绪感受为负性。以效价为因变

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调式类型主效

应显著, F(1, 25) = 40.36, p < 0.001, η2 = 0.62, 宫调

高于羽调; 和声结构主效应显著, F(1, 25) = 4.93, p < 

0.05, η2 = 0.16, 低稳定低于高稳定; 调式类型与和

声结构交互作用不显著。以唤醒度为因变量, 两因

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调式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和声结构主效应显著, F(1, 25) = 4.56, p < 0.05, η2 = 

0.16, 低稳定高于高稳定,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构交

互作用不显著。以紧张度为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显示：调式类型及和声结构主效应均不

显著, 两者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3.3.2  中国宫调和羽调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

的生理反应诱发效应 

宫调和羽调在采用不同稳定性的和声结构下, 

被试的生理反应变化如表 4 所示。 

表 3  宫调和羽调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的情绪体验诱发效应(n = 26) 

 宫调 羽调 

情绪体验 低稳定 高稳定 低稳定 高稳定 

 M SD M SD M SD M SD 

效价 5.56 1.15 6.38 1.46 4.28 1.17 4.45 1.24 

唤醒度 4.86 1.32 4.31 1.11 4.73 1.17 4.19 1.29 

紧张度 4.20 1.22 4.19 1.43 4.41 1.24 4.22 1.21 

 
表 4  宫调和羽调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下的生理反应诱发效应(n = 26) 

 宫调 羽调 

生理反应 低稳定 高稳定 低稳定 高稳定 

 M SD M SD M SD M SD 

皮电(µs) 0.25 0.07 0.19 0.10 0.24 0.12 0.21 0.10 

指脉率(bpm) 2.42 1.85 1.80 2.20 1.83 1.82 0.95 1.75 

指温(℉) 0.11 0.22 0.13 0.20 −0.09 0.13 −0.06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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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不同条件下的皮电变化值与 0 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 单样本 t 检验显示：t 宫调/低稳定(25) = 17.80, p < 

0.001; t 宫调/高稳定(25) = 9.48, p < 0.001; t 羽调/低稳定(25) = 

10.37, p < 0.001; t 羽调/高稳定(25) = 10.84, p < 0.001, 表

明与基线相比, 4 种条件下的皮电值均显著上升。以

Ln 皮电变化值为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显示：调式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和声结构主效应

显著, F(1, 25) = 9.06, p < 0.01, η2 = 0.27, 低稳定高

于高稳定;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构交互作用不显著。

对比不同条件下的指脉率变化值与 0 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 单样本 t 检验显示：t 宫调/低稳定(25) = 6.67, p < 

0.001; t 宫调/高稳定(25) = 4.18, p < 0.001; t 羽调/低稳定(25) = 

5.11, p < 0.001; t 羽调/高稳定(25) = 2.78, p < 0.05, 表明

与基线相比, 4 种条件下的指脉率均显著上升。以指

脉率变化值为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

示：调式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和声结构主效应显著, 

F(1, 25) = 5.76, p < 0.05, η2 = 0.19, 低稳定高于高

稳定;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构交互作用不显著。对比

不同条件下的指温变化值与 0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单样本 t 检验显示：t 宫调/低稳定(25) = 2.55, p < 0.05; t 宫

调/高稳定(25) = 4.18, p < 0.01; t 羽调/低稳定(25) = –3.46, p < 

0.01; t 羽调/高稳定(25) = –1.61, p > 0.05, 表明与基线相

比, 宫调/低稳定和宫调/高稳定条件下的指温显著

上升, 羽调/低稳定条件下的指温显著下降。以指温

变化值为因变量, 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

调式类型主效应显著, F(1, 25) = 24.22, p < 0.001, 

η2 = 0.49, 宫调高于羽调; 和声结构主效应不显著; 

调式类型与和声结构交互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4.1  调式类型对情绪的诱发效应 

从行为指标来看, 研究首先发现, 不同调式类

型下的情绪效价存在显著差异, 实验 1 中, 大调效

价高于小调, 并且, 大调的情绪体验为正性, 小调

的情绪体验为负性。此结果能够得到较多西方研究

的支持(Juslin, 2010; Straehley & Loebach, 2014; van 

der Zwaag et al., 2011), 例如：Juslin 和 Lindström 

(2010)发现 , 欧洲被试在聆听大调和小调音乐时 , 

会产生区别性的情绪体验 , 大调通常能够唤起高

兴、抒情(温情)等正性情绪体验, 小调则通常能够

唤起恐惧、愤怒、悲伤等负性情绪体验。再如：van 

der Zwaag 等人(2011)研究发现, 大调诱发的情绪效

价高于小调等。说明中国被试对大调和小调情绪效

价的体验与西方被试较为一致。实验 2 中, 研究进

一步考察了与大调具有相似中心音的中国宫调, 与

小调具有相似中心音的中国羽调对情绪效价的诱

发效应。宫调效价高于羽调, 并且, 宫调的情绪体

验为正性, 羽调的情绪体验均负性, 说明尽管中国

五声调式与西方七声调式存在诸多区别(樊祖荫 , 

1999; 2003), 但两者在主音程结构上的相似, 仍然

使得宫调和大调, 羽调和小调, 在情绪色彩上保持

了一致。 

其次, 研究发现调式类型对情绪唤醒度也存在

一定影响 , 但这种影响仅体现在西方音乐条件下 , 

实验 1 中, 大调的唤醒度高于小调。以往研究认为

调式类型对情绪的诱发效应更多只表现在效价维

度 上 , 并 非 能 对 唤 醒 度 产 生 影 响 (Gabrielsson & 

Lindström, 2010; van der Zwaag et al., 2011), 本实

验发现调式类型能够对唤醒都产生影响, 且大调唤

醒度高于小调。实验 2 中, 宫调与羽调的情绪唤醒

度没有显著差异, 推测原因可能由于五声调式音乐

中, 音阶体系、创作风格、旋法及和声结构上的固

有属性, 使得总体调式风格平和、宁静, 调式特征

容易模糊, 调式类型之间的听觉差异容易缩小(罗

小平, 黄虹, 2008), 从而可能进一步缩小了情绪唤

醒度的差异。 

此外, 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 研究都没有发现

不同调式类型下的情绪紧张度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

调式类型并不是诱发情绪紧张度的主要因素。 

从生理指标来看, 研究发现不同调式类型下的

皮电值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虽然在实验 1 中, 大调

和小调下的皮电值与基线相比均有显著上升, 实验 2

中, 宫调和羽调下的皮电值与基线相比也有显著上

升, 但是, 都没有体现出调式类型之间的差异。此结

果与国外研究不太相符 , 例如 , Nater, Abbruzzese, 

Krebs 和 Ehlert (2006)发现小调比大调具有更高的

皮电增加率, Lundqvist 等人(2009)发现大调比小调

具有更高的皮电增加率, 本实验在更严格地平衡了

其他音乐元素结构后(音高、节奏、速度等), 并没

有发现调式类型能对皮电变化产生影响。 

在指脉率变化上, 研究发现不同调式类型存在

一定差异, 但这种差异仅出现在西方调式下, 实验 1

中, 指脉率在不同调式类型下, 均发生了上升, 并

且, 调式类型主效应显著, 大调上升的指脉率高于

小调, 此结果能够得到国外研究的支持(Lundqvist 

et al., 2009)。在实验 2 中, 指脉率也发生了显著的

上升, 但并没有体现出宫调与羽调之间的差异, 这

可能与上文分析的五声调式音乐的特殊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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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温变化上, 研究发现不同调式类型存在显

著差异, 实验 1 中, 大调指温高于小调, 并且大调

指温高于基线, 小调指温低于基线, 以往有研究发

现大调指温低于小调, 也有研究发现大调指温高于

小调指温(Lundqvist et al., 2009), 本研究支持后者。

在实验 2 中, 宫调指温高于羽调, 并且宫调指温高

于基线, 羽调指温低于基线, 宫调与大调, 小调与

羽调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可以看出, 与皮电及指

脉率相比, 调式类型对指温变化产生了更显著的影

响。以往研究认为, 指温是情绪效价的体现(Kreibig, 

2010; Levenson, 2014), 在正性情绪下, 交感神经

兴奋度下降, 而副交感神经神经的兴奋度增强, 手

指血管平滑肌舒张, 手指血流增大, 手指皮肤温度

升高, 在负性情绪下, 交感神经的兴奋度上升, 而

副交感神经神经的兴奋度减弱, 手指血管平滑肌收

缩, 手指血流减弱, 手指皮肤温度降低。本研究中, 

调式类型、情绪效价与指温三者之间的变化关联, 

总体上体现出了这种关系, 即调式类型诱发的情绪

效价越高时, 指温值也越高。 

4.2  和声功能对情绪的诱发效应 

从行为指标上来看, 和声结构稳定性对情绪效

价具有显著影响, 实验 1 中, 在大调和小调情况下, 

均表现出低稳定下的情绪效价低于高稳定, 说明低

稳 定 和声 结构 的 使用 , 会 减 弱情 绪的 愉 悦水 平 , 

Koelsch 等人(2008)研究发现和声结构稳定层级越低, 

其唤起的情绪效价越低, 尽管 Koelsch 等人考察的

是调外和声音程与主和声音程的对比, 本研究考察

的是属和声音程与主和声音程的对比, 在稳定层级

上高于调外和声音程, 但属和声音程相比主和声音

程的低稳定特征还是降低了情绪效价。此外, Lehne

等人(Lehne et al., 2013; Lehne & Koelsch, 2015)通

过 FMRI 发现, 低稳定比高稳定和声结构显著激活

右侧杏仁核, 右侧杏仁核与负性情绪具有重要关联

(Kukolja et al., 2008), 这也侧面支持了本研究的结

果。实验 2 中, 同样表现出低稳定结构的情绪效价

低于高稳定结构, 但这种差异在羽调情况下并不明

显。推测原因可能由于五声调式中不存在 Si 音(或

者说仅此视为偏音), 在小调中的属和声音程功能, 

在羽调音乐中, 只能以不完全形式(替代功能)进行

(不存在尖锐的小二度), 其和声功能性将被削弱(罗

小平, 黄虹, 2008), 从而降低了情绪效价差异。 

此外, 研究发现和声结构对情绪唤醒度具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 这与我们的预期较为一致。实验 1

中, 低稳定结构的唤醒度高于高稳定结构。Gebauer, 

Kringelbach 和 Vuust (2012)通过生化指标发现在西

方音乐中, 低稳定比高稳定和声结构, 能够显著诱

发多巴胺的分泌, 多巴胺是生理唤醒水平提高的重

要生理基础, 这有利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实验 2

中 , 同样是低稳定结构下的唤醒度高于高稳定结

构。虽然在五声调式音乐中, 和声功能作用并不是

十分明确, 和声的行进规则也不是十分严格, 甚至

由于其缺少偏音, 低稳定和声结构(属功能)只能以

替代形式进行(樊祖荫, 1999; 黎英海, 2001), 但从

实验结果来说, 采用低稳定与采用高稳定结构相比, 

仍然体现出了唤醒水平上的优势, 这说明, 在中国

五声调式中 , 被试对于和声结构稳定层级的差异 , 

还是表现出了较强的敏感性。 

在情绪紧张度上, 实验 1 发现, 调式类型与和

声结构的交互作用显著, 在大调条件下, 低稳定结

构的情绪紧张度高于高稳定结构 , 在小调条件下 , 

两者差异不显著。Krumhansl 等人以西方人为被试

的研究发现, “不稳定”和声音程与”稳定”和声音程

相比, 通常唤起与“不和谐”“惊奇”和“警觉”等相关

的“紧张”体验(Lerdahl & Krumhansl, 2007; Koelsch 

et al., 2008; Lehne et al., 2013)。本研究仅此在大调

条件下, 发现和声结构稳定性不同会导致紧张度产

生差异(Lerdahl & Krumhansl, 2007; Koelsch et al., 

2008)。这可能与不同的调式类型背景相关, Vuvan 

& Schmuckler (2011)在以欧洲被试的研究发现, 听

众对小调音乐中稳定性层级的敏感度弱于大调音

乐, 产生紧张度的能力相对较弱, 本研究的中国被

试在小调条件下表现出了相似甚至更弱的紧张度

反应特点。在实验 2 中, 虽然低稳定结构下的情绪

紧张度高于高稳定结构, 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从

两个实验的结果来看, 和声结构稳定性对于紧张度

的影响并没有如我们预期, 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

如前文所述, 小调、宫调和羽调音乐本身不利于听

众构建稳定性层级表征, 另一方面可能与本研究的

测评任务相关, 以往研究采用的多是即时性测量方

式(如：物理探测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回溯型测试, 

即在整段音乐聆听结束后再评价, 回溯型任务中间

既包含了不稳定和声结构唤起的“紧张”, 也包含了

向稳定性和声结构过渡后的紧张消融(Krumhansl, 

1996; Lerdahl & Krumhansl, 2007; Lehne et al., 

2013), 对于“紧张度”的测量可能就不足够敏感, 所

以, 采用不同稳定性和声结构唤起的“紧张度”差异

就不十分明显。 

在皮电变化上, 实验 1 和实验 2 获得了比较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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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结果, 即低稳定结构下的皮电值高于高稳定结

构。皮电是测量情绪生理反应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指

标, 其他材料(如：图片)诱发情绪的研究普遍认为, 

皮电指标与主观情绪唤醒水平具有直接对应关系, 

当情绪唤醒水平增加时, 会带来交感神经的活性增

强 , 皮 肤 电 阻 降 低 , 皮 电 值 升 高 (Kreibig, 2010; 

Levenson, 2014)。和声结构、唤醒度和皮电值三者

之间的变化关联体现出了这种对应关系, 采用低稳

定和声结构比采用高稳定和声结构, 具有更高的情

绪唤醒度, 也具有更高的皮电水平。 

在指脉率变化上, 实验 1 和实验 2 也获得了比

较统一的结果, 即低稳定结构下的指脉率高于高稳

定性结构。在测量其他材料(如：图片)诱发情绪的

实验中, 一般来说, 指脉率(心率)与情绪唤醒强度

相关(Levenson, 2014), 指脉率(心率)的变化取决于

自主神经系统两个分支系统的相互作用, 体现着神

经系统的平衡效率和能力, 当在情绪唤醒强度越高

时, 神经系统活跃性要求相应提高, 指脉率(心率)

变化也更为剧烈。本研究中, 和声结构、唤醒度和

指脉率三者之间的变化特点都体现出了这种对应

关系, 采用低稳定和声结构比采用高稳定和声结构, 

具有更高的情绪唤醒度, 也具有更高的指脉率。 

此外, 在指温变化上, 无论是在西方调式音乐

还是中国调式音乐条件下, 和声结构主效应均不显

著, 说明和声结构并非是影响指温变化的重要变量。 

本研究通过主观体验和生理反应成分的同时

性监测, 证实了个体对调性规则的反应, 不仅能够

体现在情绪主观成分上, 还能够体现在生理成分上

(Koelsch, 2014)。而关于这样的反应模式是否等同

于其他材料(如：图片)下的一般化情绪反应模式?

从本研究总体结果来看, 皮电、指脉率和指温三项

指标与主观评定之间对应的变化关系, 与其他情绪

材料下(图片)的反应模式具有较多共性特点, 如：

皮电和指脉率的变化与情绪唤醒度具有正向关联, 

指温变化与情绪效价具有正向关联(Kreibig, 2010; 

Levenson, 2014)。但这样的关联也不是十分稳定, 

如：大调的情绪唤醒度高于小调音乐, 大调的皮电

反应值却没有一致地高于小调音乐; 低稳定和声结

构的情绪效价低于高稳定和声结构的情绪效价, 指

温指标却没有体现出两者的差异。此外, 指脉率的

变化也出现了与其他情绪材料下(图片)的反应模式

相违背的特征, 如：Bradley, Codispoti, Cuthbert 和

Lang (2001)以图片作为情绪诱发刺激的多项研究

发现：相比起中性刺激, 在负性情绪体验下, 指脉

率会下降, 原因是负性刺激会带来注意的占用和转

移, 而本研究中, 却仍然表现为负性刺激下的指脉

率高于基线水平的情况。对于以上与传统情绪刺激

材料反应不一致的地方 , 本研究认为存在两种可

能：其一、可能与情绪强度(intensity)相关, 本研究

中的实验材料诱发的情绪强度较低, 在不同的强度

水 平 上 , 各 指 标 间 的 反 应 模 式 可 能 并 不 相 同

(Levenson, 2014); 其二、调性诱发的音乐情绪的确

具有一些领域特殊性, 无法诱发出与一般化情绪完

全相同的反应模式。总之, 基于本研究目前的实验

条件, 能够确定调性规则作用下的情绪具有生理反

应成分, 生理反应与主观指标的关系总体支持一般

化情绪反应模式, 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符于一般

化情绪反应模式, 还需要更多实验做出论证。 

结合实验 1 和实验 2 的结果, 中国被试在西方

调性规则下的情绪主观评定与以往西方研究具有

较多共性特征, 同时, 西方七声音乐中, 调性规则

的情绪诱发效应能够一定程度迁移到中国五声调

式音乐中, 产生出较多共性的情绪诱发特征, 表明

调性规则对情绪的诱发效应具有一定文化普遍性, 

体现为在一定范围内, 能够跨越中西音乐文化人群, 

同时, 还能够跨越中西音乐文化体系, 支持调性规

则对情绪的诱发效应可能更多基于知觉驱动机制

(Bigand et al., 2014; Collins et al., 2014; Koelsch, 

2015)。此外, 调性规则诱发的情绪生理反应与主观

指标之间的关联变化趋势 , 与以往其他情绪材料

(如：图片)诱发的生理反应模式具有较多共性特征, 

总体呈现出领域一般化特点(Flaig & Large, 2014; 

Hill & Palmer, 2014; Lundqvist et al., 2009)。 

5  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可得出如下结论：(1)大调和宫

调诱发了正性情绪 , 小调和羽调诱发了负性情绪 , 

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效价低于高稳定和声结构; 

(2)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唤醒度高于高稳定和声

结构; (3)大调条件下, 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紧张

度高于高稳定和声结构; (4)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的

皮电高于高稳定和声结构; (5)低稳定和声结构诱发

的指脉率高于高稳定和声结构; (6)大调诱发的指温

高于小调, 宫调诱发的指温高于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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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tonality refers to music mode and harmony hierarchical structur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tonality and emotions are mainly done based on western music and westerners. It is found that 

music mode and harmony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at’s formed on a basis of a certain keynote are both important 

reasons of emotional responses. It is commonly shown that for westerners major modes arouses positive emotion 

while minor modes arouses passive emotion. What’s more, stable harmony generally arouses the feeling of relax 

while unstable harmony generally arouses the feeling of nervousness. The current dispute is whether the emotion 

effects of western music tonality which is established on the system of western music represent a cultural 

specificity or a cultural generality on emotional responses. Moreover,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aroused by music 

tonality go in line with domain specificity or domain generality.  

To clear the dispute mentioned above, we examined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of the Chinese person when 

the western music modes (major and minor) differed in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in experiment I. In Experiment 

II, we examined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whe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modes (gong-mode and yu-mode) 

were adopted. The Chinese gong-mode ha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o the western major mode and the Chinese 

yu-mode ha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o the western minor mode. We use subjective indicators (emotional valence, 

arousal and tension) and physical indicators (skin conductance, finger pulse and finger temperature) to examine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Six effects were observed through the two experiments. First, major and gong-mode induced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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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while minor and yu-mode induced negative emotion. The emotional valence when induced by the 

harmony in low stability was lower than when the harmony was in high stability. Second, the arousal induced by 

the harmony in low stability was higher than in high stability. Third, in major, the tension induced by the 

harmony in low stability was higher in high stability. Fourth, the skin conductance induced by the harmony in 

low stability was higher than in high stability. Fifth, the finger pulse induced by the harmony in low stability was 

higher than in high stability. Sixth, the finger temperature induced by major and gong-mod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inor and yu-mode.  

Chinese participants, when examin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western music tonality, share mostly 

common emotional responses with the western studies. As to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tonality shares mostly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western music tonality. We suggest that the 

western and the Chinese music tonality are universal in emotional responses. Also,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aroused by music tonality and its correlation trends with the subjective indicators have domain generality. 

Key words  tonality; mode; function of harmony; emotion 


